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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专论

“凌辱斯文” 与清代生员群体的反抗
———以罢考为中心

王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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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生员作为功名持有者和特权群体ꎬ 在面对 “凌辱斯文” 的责罚时ꎬ 往往以罢考作为回应

手段ꎬ 共同进退ꎬ 而在地方社会中ꎬ 官员也尽量避免招惹这一同质性群体ꎬ 但 “凌辱斯文” 之事却依然时

有发生ꎮ 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行为的惩处ꎬ 经历了 “严宽之变”ꎬ 这是伴随着 １８、 １９ 世纪中央对地方控制

力的强弱变化而发生的转变ꎮ 在朝廷语境变化背景下ꎬ １９ 世纪士人对于士子群体罢考行为ꎬ 不再噤若寒蝉ꎬ
而是敢于发声ꎬ 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ꎮ 因此ꎬ 可以说在朝廷的主导下ꎬ １９ 世纪统治阶层完成了对生员群

体的主动 “让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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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凌辱斯文” 罢考事件的背景

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 二月ꎬ 福州府城内生员邓譔、 邓誌兄弟ꎬ 被举人陈邦殿之兄陈忠陛状

告ꎬ “诬抵以盐饷”ꎮ 作为生员本归学政所管ꎬ 且不可经营盐务ꎬ 故被带至盐运使司后ꎬ 邓譔即

言: “我乃生员”ꎬ 盐运使王志佐对曰: “我打盐商ꎬ 不打生员”ꎮ 邓譔再言: “生员不做盐商”ꎬ
王志佐对曰: “忠陛抵汝盐饷ꎬ 汝即盐商”ꎬ 邓譔竟被打三十大板ꎮ

这一顿板子不仅没有令邓譔服气ꎬ 反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士子哭庙和罢考事件ꎮ 邓氏兄弟

的遭遇即王志佐 “凌辱斯文” 的行为引发了以生员林芬为首的 “十学数百人公愤”ꎬ 他们 “遍投

上宪”ꎬ 邓譔则哭于文庙ꎮ 事情闹到总督衙门后ꎬ 总督李率泰的判决却明显偏向盐运使王志佐ꎮ
邓譔见状不希望牵连其他生员ꎬ 其言: “此番求申不得ꎬ 必致重辱ꎬ 累及朋友”ꎬ 竟自尽于

衙门前ꎮ 这一行径最终引发了生员乃至整个 “士” 群体的震动ꎬ 诸生将邓譔尸体先抬于文庙阶

下ꎬ 后于乡贤祠为邓譔设位而哭ꎮ 当生员们得知总督李率泰与王志佐 “为犬豕交”ꎬ 有意护短

后ꎬ 十士子于岁考之际ꎬ 集于城隍庙ꎬ 誓盟不听考ꎮ①

以上这一幕生员群体罢考事件的起因ꎬ 即盐运使王志佐 “凌辱斯文”ꎮ 那么何为 “凌辱斯

文”? 为何 “凌辱斯文” 会引发生员群体的激烈反抗?
简单说来ꎬ “凌辱斯文” 即地方官对生员特权的侵犯ꎮ 有清一代ꎬ 生员享有着相应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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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礼仪等特殊权力ꎮ 与本文紧密相关也是与庶民区别最大的就是生员的司法特权ꎮ 早在顺治

十年 (１６５３)ꎬ 朝廷就颁布律令规定生员犯小事由府州县教官申饬ꎬ 犯大事由学政斥革后定罪ꎬ
并郑重声明如地方官擅责生员ꎬ 由学政纠参ꎮ①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ꎬ 康熙帝认为生员 “关系取士大

典”ꎬ 将生员和 “齐民” 等同对待 “殊非恤士之意”ꎬ 遂颁布律令ꎬ 生员 “今后如果犯事情重ꎬ
地方官先报学政ꎬ 待黜革后ꎬ 治以应得之罪”ꎬ②而词讼为小事ꎬ 则只需学臣加以申饬即可ꎮ 即使

是戒斥ꎬ 地方官亦不可随意而行ꎬ “擅自扑责”ꎬ 需要会同学官具禀学政ꎬ 照例在明伦堂斥责ꎮ③

这一条例作为州县官执政要点ꎬ 列入 «清会典» 和各地方志条例中ꎮ④

这些规定一方面对生员 “士” 的地位给予认可ꎬ 将其与民采取不同的司法对待ꎬ 使他们

“齿于衣冠ꎬ 得于礼见官长ꎬ 而无笞、 捶之辱”ꎬ⑤另一方面剥夺了州县官直接处置生员的权利ꎬ
必须经过该省学政将生员功名黜革ꎬ 使之从 “士” 变回 “民” 后才纳入其管辖ꎮ 如若不经此程

序而直接对生员进行处罚ꎬ 则干犯条例ꎬ 构成 “凌辱斯文”ꎬ 将受到严格议处ꎬ⑥也往往导致士子

群体的罢考ꎮ 因此ꎬ “凌辱斯文” 往往因地方官对士子 “未革先杖” 而引发ꎬ 对朝廷赋予生员的

特权构成侵犯ꎮ
不过虽然朝廷赋予生员以特权ꎬ 但也意识到作为 “四民之首”ꎬ 他们可能恃功名而助长 “骄

矜之气”ꎬ 从而导致群体行为ꎮ 因此ꎬ 早在顺治九年ꎬ 礼部就下诏颁布八条卧碑文ꎬ⑦置于学宫明

伦堂之左ꎬ 以戒谕诸生ꎬ 主要约束他们不要有结社和干扰司法等行为ꎮ 雍正初年编纂的 «圣谕

广训»ꎬ 后经翰林院侍讲学士张照条奏ꎬ 成为了士子县试的默写内容ꎬ 同样是对社会和士子的一

种行为规范ꎮ 甚至从 １７２９ 年起ꎬ 所有官学的生员和监生还要学习 «大清律例»ꎮ⑧因此ꎬ 可以说

朝廷一方面给予生员特殊的社会身份地位ꎬ 但同样对这一群体严加防范ꎮ 故而在朝廷的语境下ꎬ
作为特殊的生员群体ꎬ 表现出既有依附性ꎬ 又有维护自己利益的特点ꎮ

需要指明的是ꎬ “凌辱斯文” 是这一类涉事罢考士子自我认定的词语ꎬ 并非笔者自定ꎮ 如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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庠ꎬ 学则三代有之ꎬ 皆所以明人伦也”ꎬ 至清代是各地孔庙大典ꎮ 明伦堂作为清代庙学结构的重要公共空

间ꎬ 它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内涵和礼仪作用ꎬ 根据 «皇朝文献通考» 卷 ６５ 载 “生员入学需先于先师庙行四拜

礼ꎬ 后赴明伦堂ꎬ 于台下序立ꎬ 谒见业师”ꎮ 因此ꎬ 在明伦堂责罚一方面有待先师责罚的意味ꎬ 另一方面也

是学官对于士子身份的一种责罚与警告ꎬ 这种警告的法律权利源自顺治九年颁文戒斥生员文ꎬ 并刊立卧碑

于各处明伦堂内ꎮ
光绪朝 «定远县志» 卷 １１ «学校»ꎻ 同治朝 «安仁县志» 卷 ６ «学校􀅰整饬士习»ꎬ 均载 “生员所犯有应戒

饬者ꎬ 地方官不得擅自扑责ꎬ 会同敎官具详学政ꎬ 革讯治罪” 条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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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患ꎬ 行害人之事者ꎬ 往往自杀其身ꎬ 常当猛省ꎮ ４、 生员不可干求官长ꎬ 交结势要ꎬ 希图进身ꎮ 若果心善

德全ꎬ 上天知之ꎬ 必加以福ꎮ ５、 生员当爱身忍性ꎬ 凡有司官衙门ꎬ 不可轻入ꎻ 即有切己之事ꎬ 止许家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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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 陕西扶风罢考事件中生员张彩凤即口称 “这样凌辱斯文何必考试?”①亦如庄

有恭奏报砀山县罢考时生员戚克讷所倡言 “凌辱斯文ꎬ 厉声恶骂ꎬ 拒绝入场”ꎬ②类似词语尚有很

多ꎬ 不做一一列举ꎮ
根据笔者现收集到可归类为 “凌辱斯文” 的罢考事件共 ２３ 件 (表 １)ꎮ 在时间跨度方面ꎬ 发

生自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 至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ꎬ 几乎与有清一代开科时间始终ꎬ 也说明了这

一类罢考事件绝非独立的或某一时段爆发的个别现象ꎮ 就罢考事件地域来讲ꎬ 事件横跨清朝疆域

南北ꎬ 涉及 １２ 省ꎬ ２２ 处府州县ꎬ 与其他类型的士子罢考事件相比ꎬ “凌辱斯文” 引发的罢考事

件比例最高ꎬ 地域最广ꎬ 持续范围更长ꎬ 因此也就更具有罢考研究的代表性ꎮ③
表 １　 清代因 “凌辱斯文” 而引发的士子罢考事件

时间 地点 引发原因

顺治十八年二月 福建福州府 生员被责打

康熙三十七年 山东莱州府掖县 差役殴伤并扣押生员

雍正元年 江苏常州府靖江县 知县虐士

雍正五年四月 江苏太仓州 知州伽责生童致死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山东兖州府 兵丁凌辱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甘肃高台县 知县程元度扑责生监

乾隆四年六月 湖南长沙府 士子诬陷他人

乾隆十七年三月 江苏徐州府砀山县 倡言凌辱斯文

乾隆十八年三月 陕西扶风县 皂隶殴打生员

嘉庆四年四月十七日 江苏苏州府吴县 生员未革先杖

嘉庆二十五年 浙江 知县对生员用刑

道光元年 河南 知县对生员用刑

道光二年 河南开封府西平县 县役无故殴伤生员

道光六年 直隶东光县 生员与县役争殴

道光九年 湖南长沙县 戒饬生员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 湖南耒阳县 搭救狱中生员

道光二十七年 江西贵溪县 搭救狱中生员

道光年间 直隶沧县 诸生被责打

咸丰五年 贵州思南府安化县 差役殴打诸生致死

光绪二年八月 贵州贵筑县 士子与兵丁口角

光绪十六年 江西 保甲局鞭笞生员

光绪二十七年 湖北黄州府黄冈县 生员自尽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 安徽桐城 士子被杖责四百鞭

　 　 资料来源: «清实录»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申报» «澳门月报» 及地方志资料ꎮ

学界对于士子的罢考问题早在 １９５７ 年就已被关注ꎬ 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在此年发文对河南封

丘士子罢考案进行了概述研究ꎮ④李世愉在 ２００５ 年也对该案进行了剖析ꎬ 并认为因清代科举制度

本身的缺陷ꎬ 舆论重视不够、 引导不力ꎬ 地方官为官不正ꎬ 官场相互推诿陋习等众多原因共同导

致了这次影响全国的罢考案件ꎮ⑤李国荣在 ２００７ 年ꎬ 更是用 “秀才造反” 作为标题ꎬ 凸显了事件

的严重性ꎮ⑥

随着近年来对于群体行为研究的重视ꎬ 对于士子的群体行为更为关注ꎮ ２００９ 年贺晓燕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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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愉: «清代科举制度考辩»ꎬ 沈阳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２９—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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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的罢考、 闹考、 阻考行为进行概述研究ꎬ 并对该行为做归类分析ꎮ①在同年出版的会议文集

«明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 中ꎬ 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发表 «冒考冒捐诉讼与清代地方社会»
一文对山东金乡县 ４００ 余名士子所发动的罢考大案给予了关注ꎬ 并将研究方向引申至土客冲

突ꎮ②台湾学者巫仁恕在 ２０１１ 年的著作 «激变良民: 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 一书中

将清代士子群体的罢考行为纳入科场士变ꎮ③韩国学者韩成贤于 ２０１１ 年底在美国的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杂志上发文阐述了清代科场的骚乱行为和朝廷对士子罢考行为的处罚转变ꎮ④

此外ꎬ 在上世纪 ７０ 年代杨庆堃已经对 １９ 世纪大众群体行为列表作出了详尽的考察ꎬ⑤但其

所统计的士子群体行为远远低于实际发生量ꎬ 且并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士子罢考的因素ꎬ 而是将目

光更多投向抗粮ꎮ 周蓓在 ２０１３ 年出版了对明清群体行为的著作ꎬ⑥但她关注的核心除了延续采用

杨庆堃事件类型列表统计外ꎬ 更着力于民变研究ꎮ
可以说ꎬ 以上学者都对士子群体行为有不同的关注点ꎬ 为本文研究奠定基础ꎬ 但却都未对生

员群体因 “凌辱斯文” 的罢考给予直接关注和足够重视ꎮ 士子群体作为特权阶层和 “帝国的基

石”ꎬ 他们的群体士变行为———罢考ꎬ 更加具有张力ꎬ 也更能反映出朝廷、 地方官和士人群体的

三者互动关系ꎮ 尤其是 １９ 世纪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处罚态度的转变ꎬ 也可以视为是朝廷主动后

退以应对危机的一种努力ꎮ
因此ꎬ 笔者选用 “凌辱斯文” 作为本文的论述核心ꎬ 以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事件处理态度

的转化为切入点ꎬ 揭示清代生员罢考的动因和朝廷态度软化的内在逻辑ꎬ 以及在朝廷语境转变

下ꎬ 士人对生员群体罢考的态度转变ꎮ

二、 雍、 乾时期朝廷对因 “凌辱斯文” 罢考事件的严厉处置

清初总体而言ꎬ 对生员群体罢考事件处罚较轻ꎮ 虽然顺治、 康熙两朝对生员群体如上文所

示ꎬ 有着各种条例约束ꎬ 但生员在面对 “凌辱斯文” 的事件时ꎬ 往往置条例于不顾ꎬ 共同进退ꎬ
发动罢考ꎮ 考虑到清代在此一时期尚处于朝廷定鼎和制度发展阶段ꎬ 故对于生员或 “士” 群体

的罢考事件并没有形成律例条文作为判决依据ꎬ 往往参考明代判例ꎬ 对生员多以黜革功名和杖责

为主ꎮ
如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 福州所发生的罢考事件ꎬ 因参与人数众多ꎬ 形成了整个 “士” 群体

共愤的局面ꎮ 因此作为案件的处理结果ꎬ 殴打生员的举人陈忠陛、 王钦祖和曹鸿芝遭黜革ꎬ 涉事

的王志佐削职ꎬ⑦十七名带头生员功名斥革ꎬ 为首棍责四十ꎬ 为从三十ꎮ⑧
康熙朝对多发的士子群体性案件处理基本沿袭了这一思路ꎬ 甚至涉及到罢考后进一步与官府

的对抗行为也同样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ꎮ 在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 八月的江南乡试案中ꎬ 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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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往文庙鸣钟伐鼓ꎬ 跪哭棂星门外ꎬ①当常熟知县、 此场乡试的房官杨震藻经过庙门下轿时ꎬ
“诸生监群共殴之ꎬ 碎其轿”ꎮ② 其后生员和监生群体又往正主考米汉雯署所ꎬ “鼓噪肆骂”ꎬ 生

监士子被扣押十三人ꎮ 但面对士子群体抗议ꎬ 康熙帝 “恩赦俱免罪”ꎬ③而米汉雯及副主考龚章ꎬ
俱照不谨例革职ꎬ 礼部又黜革了十份乡试所取中试卷ꎬ 以此平息了 “士” 群体的不满ꎮ 以上两

个案件既有罢考亦有群体士变行为ꎬ 且人数均达百人以上ꎬ 但是对于两件案件的处置ꎬ 从皇帝到

督抚都相对谨慎ꎬ 给予生员群体宽容对待ꎮ
但是ꎬ 随着罢考事件的逐步增多ꎬ 后果严重性增强ꎬ 加之雍正帝个人对士绅群体的着力控

制ꎬ 朝廷对于士子罢考事件的处理趋向严厉ꎮ 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 初ꎬ 雍正帝命礼部商定如何

惩治士子罢考案件ꎬ 时任礼部尚书的吴襄得旨拟出惩治办法后奏言: “生童罢考应停其考试ꎬ 交

由督抚查究ꎮ 如有司法不公具实附参”ꎬ 结果这一意见完全没有 “体会圣意”ꎬ 雍正帝下旨驳斥

道: “罢考原有应得之罪ꎬ 今此奏必待审讯后分别定拟ꎬ 而置罢考于不问ꎮ 但以停考一科ꎬ 当其

罢考之罪ꎬ 岂整饬士风之道乎?”④故雍正帝不再征求礼部意见ꎬ 直接命内阁明发上谕ꎬ 严禁罢考

行为ꎬ 其言:
各省生童往往因与地方有司争竞龃龉ꎬ 相率罢考ꎬ 此风最为恶劣ꎮ 士为四民之首ꎬ 读书

明理ꎬ 尤当祗遵法度ꎬ 恪守宪章ꎬ 化气质之偏ꎬ 祛嚣凌之习􀆺􀆺以私忿罢考ꎬ 为胁制官长之

计ꎬ 有是理乎!⑤

除了将参与罢考士子停试外ꎬ 雍正帝令刑部以 “山陕光棍例” 处理罢考案件ꎬ 即 “聚众至

四五十人ꎬ 地方官与同城武职无论是非曲直ꎬ 为首斩立决ꎬ 为从绞监候ꎬ 被胁从者杖一百”ꎮ⑥此

条例显然是雍正帝已经将聚众闹事的士子与他所认为引发社会矛盾的 “光棍” 划上了等号ꎮ⑦如

雍正五年江苏太仓州知州王溯维杖责生员一事汇报给雍正帝后ꎬ 他立即朱批 “王溯维虽属过严ꎬ
但武童不法之极ꎬ 严纠明白ꎬ 将数人正法方是ꎮ”⑧由此朱批可见雍正帝对于生员罢考持严厉惩治

的态度ꎮ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ꎬ 陕西扶风县因生员屈谦益认为知县 “纵差辱士”ꎬ 引发以辛大烈为首

的生员二十人的群体抗议ꎬ 并定期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赴樊家庄酒铺会议ꎮ 在会议时ꎬ 由辛大烈概

述生员受辱详情ꎬ 听闻后ꎬ 生员张彩凤言: “这样凌辱斯文何必考试?” 而在考试当天ꎬ 士子张

文儒也以 “差役殴辱斯文ꎬ 纵容不究” 为名ꎬ 鼓动士子ꎬ 最终形成了士子群体的罢考事件ꎮ 很

显然ꎬ 这些生员置顺治帝 «训饬士子» 和康熙帝 «圣谕十六条» 条文规定于不顾ꎬ 最终引发罢

考事件ꎬ 地方官不得不从严查办ꎬ “均照山陕题定光棍之例分别首从治罪”ꎮ
最终案件严格按照条律拟判如下: 生员屈炳 “挟嫌倡议ꎬ 约会阻考ꎬ 复令张元儒书写传单ꎬ

密投马号ꎬ 供证确凿􀆺􀆺以光棍例为首” 拟斩立决ꎻ 生员辛大烈因听从屈炳倡议ꎬ 代为预谋纠

约生员并上街阻考、 叫骂ꎬ 照光棍例为从拟绞监候ꎻ 张文烈、 生员刘濬ꎬ 听从辛大烈倡议在乡纠

人会议ꎬ 安宁、 乔玉书听从安排赴县向同寓诸生煽动阻考ꎬ 照拟绞例酌减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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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ꎻ 高省三、 杨大度、 李国秀、 胡子义照逼勒同行杖一百ꎬ 折四十板ꎻ 张彩凤、 段文玉杖八十ꎬ
发学官申饬ꎻ 张敬、 史秉忠、 史卜、 谷大成、 魏应科、 李时花、 王名选、 王三畏、 高悦、 高法

孔ꎬ 免置议ꎻ 屈谦益知情不报ꎬ 杖八十交学官申饬ꎻ 对生员动武的吴永年、 皂隶李寿等亦处以杖

责ꎮ
这一案件的处理不仅体现了自雍正定例以来对于士子罢考的严厉处罚ꎬ 同时也展现出涉事之

人无一可遗漏的严厉作风ꎬ 在这份永常和钟音向乾隆帝上疏的奏折中ꎬ 他们用 “屈炳纠众罢考ꎬ
阻挠公事以泻私愤ꎬ 不法已极” 的批语汇报案件ꎬ 只待乾隆帝将朱批返回之日即行正法之事ꎮ①

雍正朝的严厉律规为雍、 乾两朝处理士子罢考案件奠定了法律基础ꎬ 乾隆帝更是将士子罢考

行为与揭竿而起的反叛一样对待ꎮ 在闽浙总督那苏图奏请 «禁止兵民结盟以杜骄悍» 的奏疏上

达御前后ꎬ 乾隆帝深以为是ꎬ 认为的确应该严行禁止各种群体结社事件ꎬ 并与社稷安定相联系ꎬ
其言: “民间如联盟、 械斗、 谤讪、 抗官、 拒捕、 罢考、 罢市、 造军火器械、 揭旗聚众等事ꎬ 干

系甚大ꎬ 密速赶办ꎬ 严加惩治ꎮ 其余平常小疵ꎬ 仍当加以教导ꎬ 如再不率ꎬ 然后案治ꎮ” 乾隆帝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地方平静ꎬ 并认为那苏图 “若能行之以实ꎬ 日积月累ꎬ 自可抒朕南顾之

忧”ꎮ②由此可见ꎬ 乾隆帝将士子罢考一并视为动摇社稷的 “忧虑” 所在ꎮ
至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ꎬ 朝廷又将士子罢考行为加入 «大清律例» 兵律之 “激变良民”

条ꎬ 明确将罢考作为一项禁止内容ꎬ 其载 “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ꎬ 尚无哄堂塞署ꎬ 并未殴官ꎬ
照光棍例ꎬ 为首斩立决枭示ꎬ 为从绞监候ꎻ 若有殴官行为ꎬ 殴官者斩立决ꎬ 被胁从者杖一百”ꎬ③

并将执行权下放督抚ꎬ 可直接 “先斩后奏”ꎬ 在光棍例的基础上更严一步ꎮ 正如晚清刑部尚书薛

允升对此例文所加按语: “为首ꎬ 斩决ꎮ 为从ꎬ 绞候ꎮ 此光棍例也ꎮ 此处将为首者加枭ꎬ 又摘出

同谋等项ꎬ 照为首斩决ꎬ 故严之也ꎮ”④

不过即使在朝廷出台如此严厉律规的背景下ꎬ 作为朝廷代表的地方州县官ꎬ 仍要顾虑生员群

体的罢考行为ꎬ 不可任意 “凌辱斯文”ꎮ
如雍正进士ꎬ 历任州县官的袁守定 (１７０５—１７８２) 即言: “士者民之秀ꎬ 异于民者也ꎮ 因其

加于人一等也ꎮ 而异等视之ꎬ 则士气乐矣ꎮ 􀆺􀆺优之以礼貌ꎬ 有涉讼者ꎬ 直其事ꎬ 亦必使之有异

于齐民ꎮ 则虽不能如其所期ꎬ 而士不怨也ꎮ 待之以礼ꎬ 士愈谨ꎬ 饬辱以非礼ꎬ 士愈放恣ꎮ 礼一士

则士林皆悦ꎬ 辱一士则士林皆怨”ꎮ ⑤同样在康、 雍、 乾三朝历任州县、 官至封疆的陈宏谋

(１６９６—１７７１) 在其总结为官心得的 «从政遗规» 中亦言 “生员莫轻打ꎬ 干系诸生体面”ꎮ ⑥所

以ꎬ 州县官一方面要遵照雍、 乾时期严格的律法以应对因 “凌辱斯文” 而引发的士子罢考事件ꎬ
另一方面又需要在日常实际操作中以礼对待生员群体ꎬ 在张力下体现为官的艺术ꎮ

三、 嘉庆朝后对 “凌辱斯文” 罢考事件的软化处理

嘉庆初期ꎬ 朝廷在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下ꎬ 对因 “凌辱斯文” 引发的生员群体罢考案处罚

大幅减轻ꎮ 当时ꎬ 朝廷内部正处于铲除和珅势力的政局动荡期ꎬ 外部川陕白莲教起义进入高潮

期ꎮ 面对这种内外危机ꎬ 嘉庆帝意识到为挽救过度负荷的政权ꎬ 他不得不收缩其父强硬和激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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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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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允升: «读例存疑» 卷 ２１ «兵律之二􀅰军政»ꎬ 胡星桥、 邓又天主编 «读例存疑点注»ꎬ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ꎬ 第 ３３８ 页ꎮ
袁守定: «图民录» 卷 ３ «礼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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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ꎮ① 这虽然是一种国家政权权力的撤退ꎬ 但却回归到一种保守但更持续稳定的社会政治

秩序的轨道上来ꎮ
在对士子群体罢考事件的处置方面ꎬ 虽然 «激变良民» 条例依旧列收入嘉庆和光绪两朝 «会

典事例» 作为处理罢考事件的依据ꎬ 但面对如此的社会背景ꎬ 加之嘉庆帝与其父相比不事张扬的自

身性格ꎬ 使得嘉庆朝在对待士子罢考案件时采取 “软” 处理ꎬ②既不违反其祖、 父之制ꎬ 又给生员

群体以 “活” 路ꎬ 甚至允许涉案生员捐免其罪ꎬ③体现了嘉庆帝希望同士绅阶层紧密合作的姿态ꎮ
因此ꎬ 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 在朝廷刚诛除和珅ꎬ 围剿白莲教ꎬ 力图赢得士绅合作的背景下ꎬ

嘉庆帝对于这一年发生在江苏吴县因对生员吴三新 “凌辱斯文” 而引发的罢考案件ꎬ 处理相当

宽松ꎬ 将吴三新、 马照、 袁仁虎、 王元辰等二十五位生员功名开复ꎬ 赏还衣顶ꎬ 而对引发这件罢

考案的吴县知县甄辅廷ꎬ 朱批道 “江苏文风最盛ꎬ 士习安分ꎬ 朕所深知”ꎬ④认为甄辅廷 “办案

不利”ꎬ 以致酿成大案ꎬ 即行革职查办ꎮ
嘉庆帝对酿成百人以上规模的罢考案中的士子不仅不予处罚ꎬ 更将矛头指向酿成 “士变”

的地方官ꎬ 自己亦违心说出江苏地方 “士习安分” 之语ꎬ 与其父乾隆帝的强硬做法形同天壤ꎬ
而其为了迎合士绅而作的主动让步ꎬ 亦从批语中可见一斑ꎮ

如将清朝初期顺治的福州案件与乾隆扶风县案和嘉庆吴县案列表作一对比 (表 ２)ꎬ 朝廷这

种转变体现得更加明显ꎬ 尤其是在起因、 背景、 领导群体、 参与群体都十分相似的情况下ꎬ 三个

案件的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ꎮ
表 ２　 清朝对于士子罢考案件惩处的转变

时间 顺治十八年 乾隆十八年 嘉庆四年

地点 福建福州府 陕西凤翔府扶风县 江苏苏州府吴县

直接起因 因生员邓譔与弟邓誌欠举人陈
邦殿银不能按期归还引发 “未
革先杖”ꎬ 导致罢考

生员屈耀和屈谦益因交县钱内
缺 １５００ 文ꎬ 导致遭皂隶殴打ꎬ
知县对皂隶支持ꎬ 导致罢考

生员吴三新因拖欠钱粮未还ꎬ 遭知县
甄辅廷 “未革杖责”ꎬ 引发罢考

领导主体 生员群体 １８ 人 生员群体 １９ 人、 文童 ３ 人 生员群体 ２１ 人

参与主体 福州府十学百余人 整场文童百人以上 紫阳书院士子百人以上

后续行为 无 无 有

判决
生员为首者杖四十ꎬ 为从杖三
十

以光棍例ꎬ 为首斩立决ꎬ 为从
绞监候

为从者不予处罚ꎬ 为首者恢复功名ꎬ
继续本场科 试ꎮ 其 中 二 人 象 征 性
“发配” 扬州、 邳州四个月

　 　 资料来源: 缪荃孙: «艺风堂杂钞» 卷 ２«陈怡山福州学变记»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６０—６３ 页ꎻ 故宫博物院编: «史料

旬刊» 第 ２６ 册ꎬ １９３５ 年ꎬ 第 ９２５—９２７ 页ꎻ 同治 «苏州府志» 第 ４ 册ꎬ 卷 １４９ꎬ 杂记 ６ꎬ 江苏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７７６—
７７８ 页ꎮ

在嘉庆帝对士子罢考案件软化处理后ꎬ 地方上行下效ꎬ 官员意图息事宁人的倾向越来越明

显ꎬ 当地方士子有声言罢考时ꎬ 地方州县官即先行让步ꎬ 以图平息士怨ꎬ 这也成为清后期处理此

类案件的模式ꎮ 如道光朝任正宁县知县的封景岷ꎬ 对于罢考案件的处理即 “事多方化导ꎬ 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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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即 “从严到宽”ꎬ 也可视为罗威廉 “乾嘉之变” 的一个方面ꎮ 对这一转变在量刑方面上的论述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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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湜: «平平言» 卷 ４ «审部驳案»ꎬ «官箴书集成» 第 ７ 册ꎬ 黄山书社ꎬ １９９７ 年ꎬ 第 ６９５ 页ꎮ 与乾隆十七年

砀山县可做类比的案例发生在光绪十二年的湖北蕲水县ꎬ 文童方得元率众罢考ꎬ 并扭锁毁门驱逐各考童ꎬ 知

县以罢考上报ꎬ 但却遭到刑部驳回ꎬ 本应按律为首处以极刑的方得元逃过一死ꎬ 以流放了事ꎬ 而应处以绞监候

的为从者潘炳耀ꎬ 本拟判决其杖一百徒三年之罪ꎬ 但却开恩准许捐免其罪ꎮ
同治 «苏州府志» 卷 １４９ «杂记六»ꎬ 江苏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７７７ 页下ꎮ



帖然ꎬ 去任时士民为之乞留”ꎬ①不仅软化处理了罢考事件ꎬ 同时在地方留下了官声ꎮ
更典型的案件发生在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ꎮ 当浙江嘉善生员李宝善被知县庄大令当街笞责

后ꎬ 邀集同学于巡抚嘉善阅兵之时ꎬ 递呈公禀ꎮ 巡抚听闻生员群体有罢考意图ꎬ 立刻责令嘉兴府

知府妥善处理ꎬ 知府领会巡抚希望平息生员群体对 “凌辱斯文” 的 “士怨”ꎬ 回复道 “考试系国

家抡才大典ꎬ 庄大令扑责生员是非曲直自有上宪秉公办理ꎬ 想诸生中不乏明体用之人ꎬ 断不出此

(罢考) 也”ꎮ②此后又贴出官方告示ꎬ 给予生员群体批复:
中丞批云: 查生员遇有过愆ꎬ 例应由地方官会同教官在明伦堂扑责ꎬ 若干犯科条例应治

罪者ꎬ 亦应先行详请褫革衣顶ꎬ 方可加以刑讯ꎮ 今该生李宝善当该县庄令喝责之时ꎬ 既经告

知ꎬ 系属文生ꎬ 该县何以不问真伪ꎬ 辄在当街擅行笞责数百? 以致士心不服ꎬ 激成公愤ꎮ 自

应澈底查究ꎬ 以杜借口ꎮ③

相较于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处罚的减轻ꎬ 与士子发生矛盾的官员ꎬ 所受处罚却在逐渐加重ꎮ
在乾隆朝之前ꎬ 朝廷对于涉及罢考的地方官员通常并不给予处罚ꎬ 即使在个别案例中受到处罚的

官员ꎬ 也是因为没有及时平息和压制地方士子罢考事件ꎮ 但是在嘉庆 «钦定大清会典» 中ꎬ 却

明确加入对 “董率无方” 的地方官依据案情轻重予以分别治罪的条例ꎬ 而地方士子群体罢考的

事件ꎬ 正属于 “董率无方” 的范畴之内ꎮ 如在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 刚任金乡县知县的汪廷楷ꎬ 正

好遇上士子罢考大案ꎬ 结果朝廷因为他不能安抚士子ꎬ 被处以流放伊犁之刑ꎬ 后戍满回乡ꎬ 终生

不再启用ꎮ
至光绪朝ꎬ 朝廷在 «大清会典事例» 中明确提到对于 “凌辱斯文” 的地方官的惩处ꎬ 朝廷

立场由责士到责官的转变十分明显ꎮ 据载:
州县官贪婪苛虐ꎬ 平日漫无抚恤ꎬ 或于民事审办不公ꎬ 或凌辱斯文ꎬ 生童身受其害ꎬ 以

致激变衿民ꎬ 致罢市罢考殴官者ꎬ 革职提问ꎻ 司道府州知而不行揭报者ꎬ 亦革职ꎻ 若已经揭

报ꎬ 而督抚不行题参ꎬ 降五级调用ꎬ 司道府州免议ꎻ 不知情者仍照失察属员贪劣例议处ꎮ④

由上可见ꎬ 清代对于处理因 “凌辱斯文” 引发士子罢考事件的律令呈现 “严—宽” 趋势和

由 “责士到责官” 的转变ꎬ 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给本已持有特权的生员群体增添了保护伞ꎬ
使得罢考案件屡出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ꎬ 清代后期历任知县的方大湜在其著作 «平平言» 中坦

言不仅 “勿凌辱秀才”ꎬ 而且连同其家人也要给予优待ꎬ 其言:
粗暴之吏ꎬ 往往以凌辱秀才为能事ꎬ 殊可不必ꎮ 余中丞治谱曰: “诸生即有一二不肖ꎬ

须为众人惜体面ꎬ 切不可窘辱太过ꎬ 波及父兄妻子ꎮ 此不惟全斯文之体面ꎬ 收一时之人心ꎬ
亦可观我辈心术” 􀆺􀆺州县亦须委曲ꎬ 凡事从宽ꎮ 诸生之父ꎬ 非大教不可加刑ꎬ 亦培植斯

文之一事ꎬ 此长者之言也ꎮ⑤

清代不同时期ꎬ 虽然朝廷对于因 “凌辱斯文” 而导致的罢考案件做出处罚上的转变ꎬ 但生

员群体发动的罢考事件却持续发生ꎬ 甚至干犯严厉的刑罚ꎮ 究其缘由ꎬ 在生员群体的特权保障、
群体认同和地方官员心态三重因素下ꎬ 生员在集体抗议问题上往往形成共鸣ꎬ 他们甚至有时将罢

考作为要挟地方长官的手段ꎬ 以逼迫他们让步ꎮ 特别是发生 “凌辱斯文” 之事时ꎬ 生员群体往

往竞相奔走ꎬ 约定闹署ꎬ 在科场上发动罢考ꎬ 甚至要挟、 殴打地方官以逼迫他们让步ꎬ 以找回

“生员的脸面”ꎬ 保护其群体利益ꎬ 维护其 “斯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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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国人眼中ꎬ 即使身处清朝的传教士也给出了同样的论述ꎮ 晚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即言

一旦州县官侵犯了生员的权利ꎬ 无疑引火烧身ꎬ “全体秀才们将像一群黄蜂一样挺身而出ꎬ 对这

种侮辱表示不满和抗议”ꎮ①

四、 东南士人群体对 “凌辱斯文” 引发罢考事件的态度转变

在所收集的史料中ꎬ 笔者发现在 １９ 世纪东南士人对于生员群体因 “凌辱斯文” 所发动的罢

考事件上ꎬ 留下诸多记载ꎬ 多给予支持与同情ꎮ 反观 １８ 世纪ꎬ 却不见士人为此留下笔墨ꎬ 这一

现象本身体现了 １８、 １９ 世纪朝廷立场的转变ꎬ 以及相应地方士人的立场在朝廷语境主导下随之

发生的改变ꎮ
发生在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 福州府的罢考事件ꎬ 在经历整个 １８ 世纪的空白期后ꎬ 直到 １９ 世

纪ꎬ 闽人陈怡山才在 «海滨外史» “福州学变记” 章节中留下了文字记录ꎮ 该文记载了生员群体

因 “凌辱斯文” 发动罢考后ꎬ 对总督李率泰责打生员的处置表达了忿怒又无可奈何的心态ꎬ 与

众人一样 “掩泣吞声ꎬ 垂泣而不敢言”ꎬ 而在其笔下却不仅表达了对罢考的支持ꎬ 也以 “天象”
和涉事的 “反面官员” 一个个离奇死亡ꎬ 表达自己同情生员的态度与立场ꎮ 当生员邓譔自杀于

学政衙门前ꎬ 生员陈元铉、 郑有祚、 陈作霖三人被逮捕监押后ꎬ 陈怡山笔下 “天象” 大变ꎬ “顷
刻ꎬ 烈风烈雷ꎬ 大雨如注ꎬ 天昏地黑ꎮ” 在总督李率泰执意责打生员四十大板后ꎬ 甚至有将生员

责打致死之意后ꎬ 在陈怡山笔下却显示被责打的生员 “陈章并十一人ꎬ 或年七十、 或八十ꎬ 皆

强壮不衰”ꎬ 而状告邓譔的陈忠陛 “逾时即死”ꎬ 盐运使王志佐 “去位即死”ꎬ 官官相护的于际

清、 祁彦、 宋祖法、 瞿廷谐 “亦相继而死”ꎬ 而最为冷酷无情的总督李率泰 “则胃肠寸溃ꎬ 流出

月余ꎬ 欲死不能”ꎬ 连布政使翟凤翥同样患痨病ꎬ 艰于饮食ꎬ 求死不得ꎮ 当这些人都死在闽地

时ꎬ 其载 “吾闽人人称快ꎮ”②

上述记载完全体现了作者对于罢考事件的同情ꎮ 但究其史实ꎬ 总督李率泰并未因此事身体有

所异样ꎬ 在 «清史列传» 和地方志中均记载自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 至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 间ꎬ 李

率泰多次击退台湾郑氏对于地方的袭扰ꎬ 并收复厦门、 金门而受到朝廷的嘉奖ꎮ③身为布政使的

翟凤翥更是 “死而复生”ꎬ 活到康熙七年 (１６６８)ꎬ④而学政宋祖法直到康熙十七年才去世ꎮ⑤陈怡

山对 “死亡” 结果的刻意编造ꎬ 更体现了作为文人对于士子罢考的认同心理和对官僚扑责生员

的憎恨ꎮ
福建侯官人郭柏苍在 «竹间十日话» 中ꎬ 记载了监察御史范平为生员请命入京ꎬ “盐运司王

志佐ꎬ 本为鹾司ꎬ 刑辱斯文ꎬ 致士自刎ꎬ 谨据实纠参”ꎬ⑥同样强调了王志佐和地方官员对生员群

体 “斯文” 的践踏ꎮ 待案件平反后ꎬ 文人黄祗永为御史范平题写楹帖: “一疏力扶芹泮士ꎬ 千秋

同纫柏台恩”⑦ 以示感谢ꎮ 郭柏苍更以明朝巴县知县赵可怀挞辱诸生ꎬ 被万历提学副使邹迪光解

职ꎬ 士子为其建风节亭为参照ꎬ 表达了对时任学政的不满ꎬ 其言 “李率泰擅杀诸生ꎬ 宋祖法以

崇祯甲戌进士ꎬ 国朝为提学道ꎬ 殆未闻邹迪光之风节”ꎮ⑧
作为江苏江阴县文人的缪荃孙ꎬ 及福建本地士人郭柏苍、 黄祗永和陈怡山ꎬ 出于对士群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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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遭到不公对待的感同身受ꎬ 及对于本土士子事件的关注ꎬ 他们或记载或收录生员罢考事件的行

为本身ꎬ 已经说明了他们对生员群体的支持立场ꎬ 而这些著作均出现在 １９ 世纪ꎮ
这种士人对 “凌辱斯文” 而引发罢考的认同态度在江南文人群体中表现得更为强烈ꎮ 嘉庆

四年 (１７９９) 四月十七日ꎬ 生员吴三新以负杨敦厚钱为知县甄辅廷 “未革杖责”ꎬ 结果引发士子

群体的极大愤慨ꎬ 最终酿成罢考事件ꎮ 四月二十七日ꎬ 吴三新遍告同学遭遇ꎬ 生员李福等二三十

人向知府告状ꎻ 五月十一日学政平恕回苏ꎬ 诸生例于码头迎送ꎬ 遂各具手版往谒ꎬ 然不予理会ꎮ
生员群体十八人或给吴三新写诉状ꎬ 或借给他盘缠ꎬ 或给他提供仆役ꎬ 让吴三新赴省城 “省
控”ꎮ

五月十二日学政至观风书院ꎬ 诸生以三新 “未革先杖” 不愿应考ꎬ 致到考者廖廖ꎬ 无法开

考ꎮ 酿成罢考事件后ꎬ 时任侍郎的浙西张焘修书一封给当时的江苏学政平恕ꎬ 切责此事ꎮ①而更

为核心的人物是松江府前任刑部侍郎的王昶ꎬ 他当即也修书信一封给处理此事的平恕ꎬ 并以前任

侍郎、 斯文领袖的口吻替生员群体求情ꎮ
嘉庆帝结合当时朝廷内外情状ꎬ 对于此案件直接干涉ꎬ 与乾隆帝做法迥然不同ꎬ 不仅朱批切

责地方官办事不利ꎬ 甚至当李焜被弹劾解职的时候ꎬ 竟朱批 “天网恢恢ꎬ 疏而不漏”ꎬ②表达了对

生员群体的理解ꎬ 及对地方官 “凌辱斯文” 酿成士变的反感ꎮ
地方文士同样给予了这件生员罢考案件以支持ꎮ 在陆文所著 «己未诸生案始末» 中ꎬ 即对

“未革先杖” 这一 “凌辱斯文” 事件ꎬ 持 “士可杀不可辱” 的态度ꎬ③对生员的 “友人” 和地方

官员的 “敌人” 形象作严格区分ꎬ④以表达对生员罢考的支持ꎮ
这件生员群体罢考事件被收录在多人笔记当中ꎬ 包括时为礼亲王的昭梿所著 «啸亭杂录»ꎬ

作为王昶弟子的江藩所著 «国朝汉学师承记»ꎬ 郭则澐所著 «十朝诗乘»ꎬ 徐珂所编 «清稗类

钞»ꎬ 吴县本地文人叶廷琯的 «鸥陂渔话»ꎬ 钱思元所著 «吴门补乘»ꎬ 以及王昶女婿严荣所编纂

的 «清王述庵先生昶年谱» 等ꎮ 这些文人的共同记忆可以视为士人文化圈对于这种罢考行为的

认同ꎬ 也可看到此事影响范围之广ꎮ
在 １９ 世纪ꎬ 以官绅和士子群体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生员群体罢考事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ꎬ

即从 １８ 世纪的噤若寒蝉ꎬ 转变为 １９ 世纪的勇于发声ꎮ 这一改变随着朝廷对于生员群体罢考态度

的软化而发生ꎬ 与朝廷因时代背景对地方事务管控的弱化息息相关ꎬ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朝廷对

于地方士人群体在 １８—１９ 世纪控制的有效性ꎮ

五、 结语

清代生员群体因 “凌辱斯文” 而引发的罢考事件ꎬ 常因地方州县官侵夺生员 “特权” ———
即 “未革先杖” 而引发ꎮ 生员在面对这种不公对待时ꎬ 往往选择群体性的共同进退ꎬ 以罢考作

为手段对抗州县官ꎬ 以挽回 “斯文”ꎮ 因此ꎬ 为了避免与士的冲突ꎬ 地方官员往往对生员敬而远

之ꎬ 尽量不招惹这一难缠的群体ꎮ
朝廷在对于生员群体因 “凌辱斯文” 而发动的罢考事件ꎬ 经历着 “严—宽” 转变ꎮ 尤应引

发我们关注与思考的就是在 １９ 世纪以嘉庆帝为代表ꎬ 对生员因 “凌辱斯文” 罢考案件处理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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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态度身后ꎬ 是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ꎬ 和国家在地方管理上的日益衰弱与困乏ꎮ
这一状况直接体现在朝廷对诸多生员罢考案件的量刑上ꎬ 而随着官方话语的转变ꎬ 诸多文人

于此时期对生员罢考案件予以集体回忆与发声ꎬ 表达了他们对于生员群体的支持ꎬ 凸显了地方士

人在 １９ 世纪依旧受到朝廷态度左右的现实ꎮ 因此ꎬ 在朝廷的主导下ꎬ １９ 世纪朝廷与官僚群体完

成了对生员群体的主动 “让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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